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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能源政策的阶段性演进
———基于“Ｓ ＋ ３Ｅ”架构中“能源三难困境”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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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２０１１ 年福岛核事故后，日本能源政策在“Ｓ ＋ ３Ｅ”（运行安全、能源保障、经济效率、环境友好）框架下面

临典型的“能源三难困境”。基于“能源三难困境”的理论分析框架，通过政策文本分析法系统考察日本能源政策

的阶段性演进逻辑与治理响应发现，在以运行安全为刚性约束的前提下，日本能源政策的主导目标经历了动态重

排：从危机初期的“能源保障压倒性优先”，到中期的以“经济效率导向”缓解成本压力，再演进至当前以“环境友

好牵引”推动国家绿色转型（ＧＸ）战略融合。这一过程体现出政策目标依情境调整的特征。然而，受限于核电重

启的社会政治阻力、可再生能源发展的系统瓶颈及高昂的转型成本，政策虽在短期内避免了系统性风险，却未能

实现“Ｓ ＋ ３Ｅ”目标的协同优化，“能源三难困境”的结构性矛盾仍未根本破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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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在全球能源转型加速与气候治理机制日益深化的时代背景下，如何在推动脱碳目标的同时兼

顾能源供给安全与经济可承受性，已成为各国能源政策制定中的核心难题。对资源禀赋有限、对

外依存度高、工业结构高度依赖稳定能源供给的日本而言，其能源政策长期面临多重目标之间的

内在张力。

战后日本能源政策的发展演变大致可分为若干阶段：１９４５ 年战败初期，日本面临严重的能源
供应短缺；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至 ７０ 年代初期，日本借助中东石油进口实现经济高速增长，能源结构
高度依赖石油；但 ７０ 年代两次石油危机的冲击促使日本能源政策发生重大转向，开始推进能源多
元化战略，核能迅速成为政策核心。此后，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至 ２１ 世纪初，日本能源供应结构逐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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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定，能源安全议题相对淡化。进入 ２１ 世纪后，日本政府提出“能源保障、环境友好、经济效率”
三大目标，即“３Ｅ”政策原则，并于 ２００２ 年制定《能源政策基本法》加以制度化。２０１１ 年福岛第一
核电站事故发生后，能源政策重心再次发生剧烈动摇，政府在“３Ｅ”基础上新增“运行安全（Ｓａｆｅ-
ｔｙ）”，形成“Ｓ ＋ ３Ｅ”的四元目标结构，成为其后各轮《能源基本计划》的核心指导理念。

然而，“Ｓ ＋ ３Ｅ”并非一个可以同时实现最优的目标体系。在现实政策执行中，运行安全作为
前提性约束持续影响政策工具选择与“３Ｅ”目标的排序方式。能源保障、经济效率与环境友好这 ３
个目标之间则存在显著的结构性矛盾与动态排序。例如，为保障能源供给，日本需维持稳定、低成

本的基荷电源，但核能的社会接受度低、再生能源波动性强且成本高，限制了其替代能力；若大幅

度扶持绿色能源，则可能抬升电价、削弱产业竞争力。此种政策目标间的内在冲突，构成了日本面

临的“能源三难困境”（Ｅｎｅｒｇｙ Ｔｒｉｌｅｍｍａ），并使其能源战略在各阶段不断发生制度性重构与优先级
重排。

尽管已有大量研究揭示了日本“Ｓ ＋ ３Ｅ”框架内的目标张力与制度困境，但大多数分析局限于
某一时间点或单一政策阶段的静态比较，未能充分关注政策在时间维度上的演进逻辑与动态权衡

过程。本文聚焦于以电力系统和发电结构调整为核心的能源政策，因为发电不仅在日本能源消费

结构中占据主导地位，更是“Ｓ ＋ ３Ｅ”多目标博弈最为集中的领域，充分体现出日本能源治理中的
制度张力与战略调整模式。在此基础上，本文旨在探讨日本政府在多重目标难以兼顾的现实约束

下，如何在不同历史阶段重新排列政策优先级、实施阶段性权衡，并通过制度创新和治理机制演进

应对外部冲击与内部矛盾。这一分析有助于揭示其能源政策演变的内在逻辑、战略弹性与路径依

赖特征，从而更系统地揭示其能源政策演变的内在规律与未来挑战。

一、日本能源政策调整的“三难困境”

在能源脱碳转型与国际能源形势剧烈变动的双重压力下，日本能源政策面临着多目标冲突加

剧的结构性挑战。运行安全、能源保障、经济效率与环境友好之间难以兼顾的现实张力，构成了日

本政策制定与调整的根本困境。为理解这一政策结构中的核心张力，有必要先回溯“能源三难困

境”概念的国际理论源流及其现实意义。

（一）能源转型的“三难困境”

在全球能源转型过程中，各国普遍面临“能源三难困境”（Ｅｎｅｒｇｙ Ｔｒｉｌｅｍｍａ）的问题，即在能源
安全（Ｅｎｅｒｇｙ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能源公平（Ｅｎｅｒｇｙ Ｅｑｕｉｔｙ）和环境可持续性（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ｉｌｉｔｙ）三
者之间，难以实现兼顾和平衡。这一概念最早由世界能源理事会（Ｗｏｒｌｄ Ｅｎｅｒｇｙ Ｃｏｕｎｃｉｌ，ＷＥＣ）于
２００８ 年提出，并在其发布的《２０２４ 年世界能源三难困境报告》（２０２４ Ｗｏｒｌｄ Ｅｎｅｒｇｙ Ｔｒｉｌｅｍｍａ Ｒｅ-
ｐｏｒｔ）中再次予以强调，认为三者构成相互制约、相互博弈的三角关系，制约着各国能源政策的制
定与调整［１］。

能源安全（Ｅｎｅｒｇｙ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指的是确保能源供应的可靠性和抗风险能力，能够防范供应中断、
价格剧烈波动以及地缘政治风险等带来的冲击。尤其是在全球能源市场动荡频发、供应链高度依

赖国际进口的背景下，保障本国能源安全已成为各国政策优先考量的重要方面。能源公平（Ｅｎｅｒ-
ｇｙ Ｅｑｕｉｔｙ）则关注能源获取的普及性和可负担性，确保不同社会群体均能以合理价格获得稳定、可
靠的能源服务。这不仅关系到国民生活质量和社会公正，也直接影响经济发展水平和社会稳定。

环境可持续性（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ｉｌｉｔｙ）强调能源系统在运行过程中需最大限度减少对环境的
负面影响，推动低碳、零碳能源技术发展，助力实现气候变化治理目标［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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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国家依据资源禀赋、发展阶段、国内形势、地缘政治环境等差异，在“能源三难困境”中所

面临的主要难点、权衡重点各不相同［３］。例如，资源丰富的新兴经济体更关注能源公平问题，而资

源短缺、进口依赖型经济体则更加重视能源安全。对于发达经济体，碳中和与环境可持续性则成

为重要议题。这种结构性差异决定了不同国家能源政策的优先排序和演变路径。

此外，受地缘冲突、全球通胀、能源价格波动以及供应链重构等因素影响，全球“能源三难困

境”正日趋复杂化，政策制定者在兼顾安全、公平与可持续性时面临更严峻挑战。这种复杂性不仅

体现在能源种类和供应模式调整上，也体现在能源治理结构、国际合作机制以及技术创新路径的

变化中。

综上，“能源三难困境”已成为各国能源转型与政策调整不可回避的核心问题。日本作为能源

资源匮乏、进口依赖度高的典型国家，其能源政策的制定和调整深受能源安全、能源公平和环境可

持续性三者相互制约的影响。因此，厘清“能源三难困境”的内涵及其在全球能源转型中的普遍

性特征，有助于理解日本能源政策调整背后的动因与逻辑。

（二）日本的“Ｓ ＋ ３Ｅ”能源政策框架与“能源三难困境”的对比分析
１ ． 日本“Ｓ ＋ ３Ｅ”能源政策概述
２００２ 年制定《能源政策基本法》后，日本确立了能源政策的三大核心目标：“能源保障”（Ｅｎｅｒ-

ｇｙ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经济效率”（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和“环境友好”（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统称为“３Ｅ”。２０１１
年福岛第一核电站事故发生后，日本政府在原有“３Ｅ”框架基础上新增了“运行安全”（Ｓａｆｅｔｙ）这
一要素，形成“Ｓ ＋ ３Ｅ”的能源政策体系。这一变化首次在 ２０１４ 年发布的《第四次能源基本计划》
中正式确立，此后在第五、六、七次《能源基本计划》中不断强化，体现出运行安全作为能源政策前

提性原则的制度地位日益上升①。

值得注意的是，在“Ｓ ＋ ３Ｅ”框架中，“运行安全”（Ｓａｆｅｔｙ）与“能源保障”（Ｅｎｅｒｇｙ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虽然
在中文语境中均可被称为“能源安全”，但二者在政策含义上有明确区分。“运行安全”（Ｓａｆｅｔｙ）并
非单纯的技术性概念，而是一种兼具工程安全、制度规范与社会可接受性的复合性治理目标。其

内涵不仅涵盖能源设施在技术层面的稳定运行与事故防范能力，还延伸至安全监管体制的独立

性、风险沟通机制的有效性以及社会公众对能源技术（尤其是核能）的信任程度。“能源保障”所

指则更为宏观，主要着眼于供给来源方面，关注国家能源供给结构的宏观稳定性，强调多元化能源

来源、降低对进口化石能源的依赖、提升能源自给能力及供应链抗冲击能力，是长期能源战略的核

心目标之一。

基于上述概念划分，日本“Ｓ ＋ ３Ｅ”能源政策的 ４ 项核心目标可具体界定如下。运行安全
（Ｓａｆｅｔｙ）指能源系统在技术、制度与社会层面实现可接受风险水平的综合状态。在日本能源治理
中，运行安全构成了政策制定的底线约束。能源保障（Ｅｎｅｒｇｙ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关注能源来源的多样化与
稳定供给能力，致力于构建高韧性、低依赖、高自给率的能源结构，应对地缘政治与价格波动等外

部风险。经济效率（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追求能源体系运行的成本最优化，确保电力价格可承受，

·３·

　 福岛核事故以来日本能源政策的阶段性演进

① 本文为区分国际与日本国内语境下对“Ｅｎｅｒｇｙ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的不同理解，采用“能源安全”与“能源保障”两种翻译方式加以
区分。其中，“能源安全”（Ｅｎｅｒｇｙ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ＷＥＣ 定义）侧重于国家整体能源系统在面对外部冲击与地缘政治风险时的抗风险能
力与系统韧性，强调供应稳定、价格波动抵御能力及长期战略安全。而“能源保障”（Ｅｎｅｒｇｙ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日本“Ｓ ＋ ３Ｅ”框架）则更偏
重于能源供给层面的稳定性与可持续性，强调通过能源来源多元化等方式实现能源自给与供需平衡。为避免语义混淆，本文在

涉及世界能源理事会等国际机构使用“Ｅｎｅｒｇｙ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语境时采用“能源安全”表述，在讨论日本政府“Ｓ ＋ ３Ｅ”政策框架中的对
应目标时统一采用“能源保障”译法。



提升产业国际竞争力，减轻能源负担。环境友好（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聚焦温室气体减排与气候变化应
对，推动可再生能源导入与碳中和技术发展，实现能源系统的可持续性转型。

综上所述，“Ｓ ＋ ３Ｅ”能源政策理念体现为以运行安全为前提，统筹推进能源保障、经济效率与
环境友好，并通过《能源基本计划》的定期修订，在多目标之间实施阶段性权衡与策略调整。

２ ． 与全球“能源三难困境”模型的对比
全球能源政策普遍围绕能源安全、能源公平、环境可持续性三大目标展开，构成世界能源理事

会（ＷＥＣ）提出的“能源三难困境”。日本在此基础上形成了独特的“Ｓ ＋ ３Ｅ”战略框架，将运行安
全（Ｓａｆｅｔｙ）作为前提底线，并进一步明确能源保障、经济效率与环境友好的核心目标（见表 １）。从
结构上看，日本“Ｓ ＋ ３Ｅ”战略与世界能源理事会提出的“能源三难困境”模型在核心维度上具有显
著对应关系，二者同样围绕“安全 －公平 －可持续”的三元目标展开能源政策设计与治理调节。

表 １　 全球“能源三难困境”与日本“Ｓ ＋ ３Ｅ”战略目标对比

全球“能源三难困境”（ＷＥＣ 定义） 日本“Ｓ ＋ ３Ｅ”战略

目标一 能源安全（Ｅｎｅｒｇｙ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能源保障（Ｅｎｅｒｇｙ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目标二 能源公平（Ｅｎｅｒｇｙ Ｅｑｕｉｔｙ） 经济效率（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目标三 环境可持续性（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ｉｌｉｔｙ） 环境友好（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特别设定 — 以运行安全（Ｓａｆｅｔｙ）为底线约束

资料来源：根据世界能源理事会（ＷＥＣ）及日本能源政策相关文献整理。

但进一步观察可发现，日本在目标设定、排序逻辑与制度响应方面呈现出鲜明的本国特色。

一是将“运行安全”前置为制度性底线目标。与 ＷＥＣ 模型中的三维并列结构不同，日本在“３Ｅ”之
外，独设“Ｓａｆｅｔｙ”作为前提性约束目标，尤其在核能政策中被赋予压倒性地位。这一设置反映了日
本独特的历史创伤经验———作为世界上唯一遭受过核打击的国家，在经历福岛核事故后，社会公

众对核能安全极度敏感，政策制定不得不以“运行安全”作为所有能源路径可行性的前提条件，形

成制度性刚性边界。二是以“经济效率”取代“能源公平”，体现产业导向与财政理性。相比 ＷＥＣ
框架中更偏重“社会公平”与“能源可负担性”的维度，日本提出的“３Ｅ”中的“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突出体现出对产业成本控制、电价结构优化和宏观经济可承受能力的关注。这种偏重与日本作为

资源贫乏的海岛国家、工业依赖度高、能源进口成本居高不下的国情紧密相关，也反映其能源政策

在社会公平与经济稳定之间更倾向后者的现实主义取向。

总体而言，虽然“Ｓ ＋ ３Ｅ”战略在形式上可视为对全球“能源三难困境”模型的本地化回应，但
其独特之处在于对“安全底线”的历史性强化以及对“效率优先”的国情性体现。这些差异不仅决

定了日本能源政策的目标配置结构，也深刻影响其能源转型的路径选择与政策调控方式。

３ ． 日本能源政策内部“３Ｅ”目标冲突分析
在“Ｓ ＋ ３Ｅ”能源政策框架中，能源保障（Ｅｎｅｒｇｙ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经济效率（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与环

境友好（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三者构成了政策目标之间的“三难困境”，虽然理念上可以协同共进，实际推
进过程中却存在结构性张力和不可全面兼顾的问题。运行安全的约束又显著压缩了可选择的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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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政策工具空间，从而放大了 ３ 项目标之间的现实冲突。
（１）能源保障 ＶＳ 环境友好
日本资源禀赋不足、对外依存度极高，长期以来高度依赖进口化石能源。福岛核事故之后，由

于核电机组大规模停运，政府为保障供给安全不得不临时加大煤炭、天然气的进口与使用。这种

选择虽然短期内确保了供需稳定，但客观上导致日本二氧化碳排放量上升，破坏了原有的中长期

气候目标路径。在能源政策执行过程中，政府往往以“能源安全”之名恢复对高碳能源的依赖，反

而削弱了“去碳化”转型的步伐。例如，福岛核事故后，日本化石燃料发电占比从事故前 ２０１０ 年
的 ６６％大幅增加至 ２０１２ 年的 ８８％ ［４］。这说明在能源转型初期阶段，当清洁能源尚未形成稳定规

模时，为应对供应风险而选择传统能源，往往使得环境目标沦为次优选项。

（２）经济效率 ＶＳ 环境友好
推动可再生能源、脱碳基础设施和新兴低碳技术的发展通常需要大量初期投资与制度性扶持

（如 ＦＩＴ①补贴、网费减免等），这可能在短期内抬高电力价格，增加企业与家庭的用能负担，影响
产业竞争力与经济运行成本。日本在推动能源转型过程中，面临成本压力和财政紧缩的双重制

约，常常不得不在“经济效率”与“环境目标”之间做出现实妥协。例如，在核电长期处于不确定状

态、再生能源发展进展受限的背景下，为保障电价稳定和产业运营，仙台火力发电厂在 ２０１７ 年进
一步提升了发电容量，从而影响了全国整体减排进程［５ － ６］。

（３）能源保障 ＶＳ 经济效率
为确保能源系统的安全性，日本需维持高比例的备用容量与战略储备、投资于老旧设施的延

寿及加固工程，这些措施不可避免地增加系统固定成本，导致电价上升与效率下降。而电力自由

化改革在提高竞争性的同时，也降低了部分运营商进行长期基础设施投资的意愿，反过来对系统

安全构成潜在威胁。这说明，在一个高度复杂且脆弱的能源结构中，实现能源安全往往意味着牺

牲经济最优化运行逻辑［７］。

（４）运行安全作为底线约束：对“３Ｅ”目标实现空间的系统性限制
在日本的“Ｓ ＋ ３Ｅ”能源政策框架中，运行安全（Ｓａｆｅｔｙ）并未与能源保障、经济效率和环境友好

构成对等竞争关系，而是以一种底线性、约束性的方式嵌入能源政策体系之中。运行安全并不直

接参与目标权衡，而是通过对可接受能源选项、政策工具与制度路径的筛选，预先界定了“３Ｅ”目
标可以展开权衡的政策空间边界。福岛核事故后，运行安全的优先级被制度性地抬升，不仅体现

为技术监管标准的显著强化，也表现为社会风险感知与地方政治约束的长期存在。在这一背景

下，核能这一同时具备能源保障、经济效率与环境友好潜力的选项，在相当长时期内被排除或严格

限制使用。这种“安全优先”的制度设定，并未消除“３Ｅ”之间的冲突，反而通过压缩低碳、低成本
选项的可用性，使能源保障、经济效率与环境友好三者更频繁地陷入零和式权衡。

综上，“３Ｅ”目标之间并非相互促进，在运行安全底线长期存在条件下表现出显著的张力与冲
突。在缺乏长期共识与系统改革的前提下，“３Ｅ”难以在同一时间实现全面达成，必须依赖阶段性
取舍与战略优先重构。

二、福岛核事故后日本能源政策的重心演变与治理响应

２０１１ 年福岛第一核电站事故发生以来，日本能源政策的目标权重与制度安排经历了显著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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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ＦＩＴ（Ｆｅｅｄ － ｉｎ Ｔａｒｉｆｆ）即固定电价收购制度，指政府按照预先设定的固定价格，在一定期限内强制要求电网企业优先收购
可再生能源发电量，通过价格补贴方式促进新能源投资和装机扩张。



化。面对“运行安全（Ｓａｆｅｔｙ）、能源保障（Ｅｎｅｒｇｙ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经济效率（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环境友
好（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四重目标之间的相互制约，日本政府并未始终固守某一静态均衡结构，而是以
运行安全（Ｓａｆｅｔｙ）作为政策前提，在不同历史时期，根据国内能源形势、国际气候压力与技术条件
的变化，逐步进行其余“３Ｅ”政策目标的优先级调整，并通过制度设计与政策工具实现阶段性的权
衡。总体来看，日本能源政策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演进特征，其主导目标大体经历了由“能源保障

优先”向“经济效率回归”再到“环境友好牵引”的变化过程。

基于政策目标排序及制度回应方式的差异，本文将福岛核事故以来的日本能源政策划分为应

急稳定期（２０１１—２０１２ 年）、制度过渡期（２０１３—２０１７ 年）、协同探索期（２０１８—２０２１ 年）和绿色
转型牵引期（２０２２ 年至今）４ 个阶段。下文将依次分析各阶段中政策目标的权衡取向及其主要制
度回应。

（一）应急稳定期（２０１１—２０１２ 年）：运行安全约束激活下的能源保障主导
２０１１ 年福岛核事故严重动摇了日本原有的能源战略基础。此前，日本将核能视为实现能源

自给与温室气体减排的重要支柱，２０１０ 年核电在全国电力结构中占 ２５％。事故发生后，公众对核
能的信任全面丧失，全国 ５４ 座商用反应堆相继停运，核电比重在事故当年即骤降至 ９％，后续核
电比重进一步骤降至接近零，导致能源系统在短期内陷入剧烈震荡［８］。

面对突如其来的结构性供给缺口，日本政府的政策重心迅速从多目标均衡转向以保障电力供

应稳定为首要任务。关键在于，福岛核事故使“运行安全”首次成为具有否决效力的强约束条件，

直接排除了核电这一原本兼具低碳与基荷属性的政策工具。在此情形下，能源保障目标并非在多

种政策选项中被“优先选择”，而是在可行选项被大幅压缩后，只能通过高碳、高成本的化石能源

路径予以实现，经济效率与环境目标因而被结构性地边缘化。为填补核电空缺，日本大幅提升化

石能源比重：２０１０ 年化石燃料（天然气、煤炭、石油）发电总占比为 ６６％，事故后快速攀升，２０１１
年化石燃料发电占比已升至 ８０％，后续进一步增长至近 ９０％，其中天然气发电占比从 ２９％升至
４１％，煤炭发电占比从 ２８％升至 ３１％，石油发电占比从 ９％大幅升至 １７％，彻底改变了日本的电
力结构［８］。

这一临时性结构调整伴随明显的代价：二氧化碳排放水平显著上升，２０１２ 年电力行业温室气
体排放相比 ２０１０ 年增加１ ． １２亿吨；能源自给率则从 ２０１０ 年的２０ ． ２％骤降至 ２０１２ 年的约 ６％，创
下历史新低。与此同时，由于高度依赖进口能源与现货市场，发电成本快速上升，工业电价上涨

２０％以上，削弱了出口导向型制造业的国际竞争力［８］。

由此可见，这一时期日本并非在“３Ｅ”之间实现重新平衡，而是在运行安全约束下，通过高成
本、高碳的替代路径维持最低限度的能源稳定。

在制度回应上，日本形成了以政府为主导的紧急调控体制。其一，全面停运核电站并于 ２０１２
年设立原子力规制委员会，推动核安全监管体制重建，使“运行安全”由危机应对原则转化为长期

制度约束。其二，通过日本石油天然气金属矿产资源机构（ＪＯＧＭＥＣ）协调主要能源企业临时提高
进口份额，扩大 ＬＮＧ①等化石能源进口、加强燃料调配并实施节电措施，缓解短期供需紧张［９］。其

三，环境政策在此阶段明显让位于供应稳定目标，２０１２ 年提出的“零核电”设想亦未能真正制
度化［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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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ＬＮＧ（Ｌｉｑｕｅｆｉｅｄ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Ｇａｓ）即“液化天然气”，指将天然气在低温条件下冷却至液态后进行储存和运输的能源形式。与
管道天然气相比，ＬＮＧ 更便于跨国海运贸易，是日本等能源进口国保障天然气供应的重要方式。



总体而言，应急稳定期的核心特征，是在安全约束骤然强化的条件下，以集中化行政动员优先

维持能源系统运转，其政策效果主要体现为避免灾难性的供应失稳，而非在能源保障、经济效率与

环境友好之间实现多目标协调。

（二）制度过渡期（２０１３—２０１７ 年）：“安全”约束下的经济效率回归与制度重构
经历了 ２０１１—２０１２ 年的全面核电停摆与高强度应急调度之后，日本能源系统的高成本、高依

赖、高排放困境日益显现。尽管社会舆论对核能仍持高度警惕，但限电预警频发、企业电价飙升以

及能源贸易逆差持续扩大等现实问题迫使政府重新调整政策优先级。在电价方面，火力发电占比

自 ２０１０ 年度（震灾前）的约 ６０％ 跃升至 ２０１２ 年的约 ９０％，造成全国标准家庭电费上涨超过
２０％。对工业用电部门而言，价格上扬进一步压缩制造业利润空间，企业陆续呼吁电价抑制措施。
与此同时，２０１２ 年启动的固定电价收购制度（ＦＩＴ）虽在短期内显著提升了再生能源安装量，截至
２０１３ 年年底，相比制度实施前增长了 ３４％，但也带来了新增电力附加费用［８］。在这一背景下，日

本政府开始重新调整政策重心，在继续强调“以安全为前提”的同时，将抑制电价上涨、缓解产业

成本压力和恢复能源体系经济性置于更突出位置，经济效率由此重新进入政策核心。政策表述中

也开始将核电描述为“低碳且成本优势明显的基荷电源”，将核电重启定位为抑制电价上升、保障

经济活力的重要措施［８］。

在制度回应上，这一时期主要体现为 ４ 个方面。其一，原子力规制委员会开始实质运作，核电
重启逐步纳入独立监管和程序化审查框架，地方同意机制的强化也使核电重启受到更强的社会政

治约束，“运行安全”由危机性政治议题转化为可执行的制度门槛［１１］。其二，政府调整 ＦＩＴ 制度并
强化成本管控，这显示环境目标的推进开始受到经济效率的显著约束［４］。其三，２０１５ 年前后，日
本进一步将 ２０３０ 年能源组合目标与减排承诺制度化，试图在安全、成本与气候责任之间重建相对
可控的政策平衡［１２］。其四，政府加强电价审查与负担缓释。在回应居民生活成本和产业竞争力

压力的同时，努力避免电价持续上升对社会与经济造成进一步冲击［１３］。

总体来看，制度过渡期的核心特征，是在保留高安全门槛的前提下，将治理重心由应急保供转

向成本修复与制度重整，治理机制亦由集权动员型转向依托独立机构、市场机制与地方协调等多

元制度安排，经济效率成为这一阶段最现实的主导考量。

（三）协同探索期（２０１８—２０２１ 年）：环境目标上升下的有限协调
２０１８ 年发布的《第五次能源基本计划》标志着日本能源政策重心的进一步调整。在延续“Ｓ ＋

３Ｅ”基本框架的基础上，政府开始在政策层面明确提出“将可再生能源定位为主要电源”。然而，
这一转向并未改变能源体系的结构性约束。一方面，可再生能源在这一阶段持续扩张，截至 ２０１９
年度，其发电占比已升至 １８％，太阳能装机密度亦居世界前列；但 ＦＩＴ 制度推行所带来的成本压力
同步上升，２０２１ 年附加费用已达２ ． ７万亿日元，加之电网消纳与调节能力不足，环境目标在制度推
进中始终受到经济性与系统稳定性的双重限制［１４］。另一方面，核电虽在政策文本中继续被定位

为稳定电源的重要组成部分，《第五次能源基本计划》和《第六次能源基本计划》均提出到 ２０３０ 年
实现 ２０％ ～ ２２％的核电占比，但受严格规制、地方同意和社会风险认知固化等因素影响，重启进
展显著滞后，至 ２０２０ 年，全国实际运行中的核反应堆仅 ９ 座，核电占比仅为 ６％ ～ ７％ ［１５ － １６］。其

结果是，日本在政策层面强化了环境表述，却在现实中仍难摆脱对煤炭和天然气的依赖，环境、经

济与能源保障之间的张力并未实质缓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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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制度回应上，这一时期主要体现为三方面。其一，可再生能源支持机制由 ＦＩＴ 逐步转向
ＦＩＰ①。这一调整旨在缓解补贴扩张带来的成本压力，通过提高市场化程度改善资源配置效率，但
也意味着政府对新能源扩张速度的容忍度受到经济效率约束［１６］。其二，电力市场改革继续深化，

并通过容量机制和煤电“高效化”来维持供电稳定。日本并未实质性推动煤电快速退出，而是强

调淘汰低效煤电、保留或发展高效煤电机组，同时引入容量市场，以在自由化条件下维持备用与基

荷能力。这表明，在核电受限和再生能源尚难完全承担系统稳定职责的情况下，政策仍将供给安

全与成本可控置于优先位置［１６］。其三，绿色金融与气候治理工具开始嵌入政策体系，但实际约束

力仍然有限。无论是绿色债券、ＴＣＦＤ② 信息披露，还是减排承诺，在这一阶段更多体现为框架性
引导，尚未转化为足以重塑能源结构的强制度力量［１６］。

总体而言，２０１８—２０２１ 年日本能源政策确实表现出多目标协调的探索倾向，但这种协调仍是
有限的。环境目标虽在政策话语中明显上升，制度实践中经济效率仍占据更强位置。第三阶段的

本质，不是日本已经实现绿色转型，而是在减排要求增强的背景下，对既有高成本、高约束能源结

构进行有限修补和折中调适。

（四）绿色转型牵引期（２０２２ 年至今）：环境主导下的“３Ｅ”再平衡及其约束
２０２２ 年俄乌冲突引发全球能源价格波动和供应链紧张，再次暴露出日本能源体系对化石燃

料进口的高度依赖及其脆弱性。在此背景下，日本政府于 ２０２３ 年正式将绿色转型（ＧＸ）上升为国
家战略，试图以碳中和目标为牵引，重组能源政策的优先顺序与制度工具。与此前阶段相比，环境

友好不再仅仅是“３Ｅ”中的一项目标，而被赋予更强的统摄性地位。然而，这一战略转向并不意味
着日本已经实现了“３Ｅ”的协同优化。相反，ＧＸ 战略是在核电恢复缓慢、化石能源依赖仍深、供给
稳定性基础并不牢固的条件下推进的，因此环境目标的前置也同步放大了能源保障与经济效率方

面的现实压力。一方面，政府虽持续提高可再生能源比重，并在《第七次能源基本计划》中进一步

提出到 ２０３０ 年将其发电占比提升至 ３６％ ～ ３８％，但电力系统调节、储能配置和跨区输电能力仍
构成现实瓶颈［１７］；另一方面，核电虽被重新纳入脱碳与基荷供电框架，但截至 ２０２３ 年，其发电占
比仍仅约８ ． ５％，显著低于既定政策预期，表明“安全约束”并未因 ＧＸ 战略而实质松动。与此同
时，氢能、氨能等未来能源虽被赋予重要战略地位，但短期内仍高度依赖技术投入、财政支持和外

部供应，尚不足以稳定承担能源转型支柱功能。

在制度回应上，这一阶段主要体现为四方面。其一，ＧＸ 债券与长期财政支持机制正式确立，
计划在 ２０３０ 年前动员 １５０ 万亿日元的公共和私人投资，以推动能源结构和产业体系的深度变革，
使环境目标获得更稳定的资源支持［１８］。其二，核电政策被重新纳入绿色转型框架。在确保安全

的前提下，政府推动延长机组运转年限并鼓励既有核电站重启，意图恢复核电在脱碳与能源保障

中的战略功能，但实际进展仍明显滞后。其三，氢能、氨能与 ＣＣＵＳ③等技术路线被纳入国家战略
布局［１９］。这表明日本并未单纯依靠可再生能源推进转型，而是试图通过多元技术组合来缓解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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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ＦＩＰ（Ｆｅｅｄ － ｉｎ Ｐｒｅｍｉｕｍ）即市场溢价补贴制度，指可再生能源发电企业原则上按市场价格售电，政府在市场电价基础上
给予一定补贴，从而在保留政策激励的同时，强化市场竞争约束和价格信号引导。

ＴＣＦＤ（Ｔａｓｋ Ｆｏｒｃｅ ｏｎ Ｃｌｉｍａｔｅ －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Ｄｉｓｃｌｏｓｕｒｅｓ）即“气候相关财务信息披露工作组”，由金融稳定委员会于
２０１５ 年设立，旨在推动企业和金融机构披露气候变化对其治理、战略、风险管理以及指标与目标等方面的影响，以提高气候风险
信息透明度并引导资本向低碳转型配置。

ＣＣＵＳ（Ｃａｒｂｏｎ Ｃａｐｔｕｒｅ，Ｕ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ｔｏｒａｇｅ）指“碳捕集、利用与封存”技术，是一种通过将二氧化碳从排放源中捕获后
加以利用或封存，以实现温室气体减排的综合技术路径。该技术被视为实现深度脱碳和碳中和目标的关键手段，尤其适用于钢

铁、水泥等难以电气化的高碳产业。



排与供给安全之间的矛盾。其四，可再生能源与电力系统改革继续深化。政府在推动海上风电、

次世代太阳能等新技术布局的同时，继续推进储能、跨区电网互联、ＦＩＰ 机制和长期脱碳电源拍卖
等制度安排，以缓解并网约束并增强市场化投资能力［２０］。

总体来看，２０２２ 年以来，日本能源政策确实表现出由“动态权衡”转向“绿色牵引”的新特征，
但这种转向更多体现为政策目标排序和制度工具组合的重组，而非“三难困境”的根本破解。环

境目标虽然上升为战略主轴，但能源安全的脆弱性、核电重启的迟滞以及高成本转型压力仍然限

制着其实际推进效果。换言之，ＧＸ 战略并未消除“３Ｅ”之间的结构性张力，而是在绿色转型框架
下对这些矛盾进行了新的组织与再分配。未来如何在绿色愿景与现实制约之间进一步整合协调，

将是日本能源政策演化的下一关键命题。

三、日本能源治理的动态权衡与结构性瓶颈

福岛核事故后，日本能源政策在“Ｓ ＋ ３Ｅ”框架内展现出阶段性目标排序的灵活调整和治理体
系的渐进优化，通过应急调控、制度重构和战略融合，逐步走出危机管理模式。然而，能源保障、经

济效率与环境友好三者之间的张力并未根本消解，政策执行与制度响应的表现也反映出治理体系

内在的动态权衡与多重约束。围绕这一背景，可从政策目标排序、治理机制转型、落实成效及多目

标协同等维度，进一步揭示其能源治理结构的关键特征与内在困境。

（一）运行安全的制度化约束与政策工具的重塑

福岛核事故之后，日本能源政策中“运行安全（Ｓａｆｅｔｙ）”的地位发生了质的变化。与事故前主
要作为技术性规范不同，运行安全在事故后逐步被制度化为影响能源政策选择的重要约束条件。

需要指出的是，运行安全并非在事故发生时即被设定为具有一票否决效力的绝对约束，而是在随

后的制度重建过程中，逐渐演变为一种分层运作、持续生效的治理变量。

这一转变首先体现在核能安全监管体系的制度重构上。２０１２ 年设立的原子力规制委员会
（ＮＲＡ）确立了独立于经济产业省的核能安全监管体制，将核电设施的运行安全置于高度专业化、
技术化的审查框架之下。通过引入更为严格的新规制基准，核电重启不再取决于单一的政策决

策，而需经过系统化的技术评估与许可程序。这一安排在形式上恢复了核能作为能源政策工具的

可能性，但同时也显著提高了其制度准入门槛。

更为关键的是，运行安全并未止步于技术监管层面，而是在实践中进一步通过地方同意机制

嵌入能源治理结构，形成了对政策工具选择的社会 －政治约束。柏崎刈羽核电站 ６ ／ ７ 号机组的重
启进程清晰体现了这一制度分层特征。原子力规制委员会已于 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完成对该机组符合
新规制基准的安全审查，并批准了关键许可变更，标志着其在技术意义上具备重启条件［２１］。然

而，受事故后地方风险认知、政治审慎态度及公众意见影响，新潟县关于重启的实质性同意直至

２０２５ 年年末才逐步完成相关政治程序［２２］。技术审查通过与地方同意之间形成长达数年的时间

差，表明即便在安全标准被确认的情况下，运行安全仍可通过制度路径持续约束核能作为政策工

具的启用时点与规模。

由此可见，运行安全在事故后并未简单地“否决”或“放行”核能，而是通过技术监管与地方同

意两条制度路径，对能源政策工具形成持续性、结构性的约束。这种约束并不直接决定能源政策

的目标排序，却深刻影响了不同目标在实践中的可行性边界。在能源保障与经济效率压力上升的

背景下，核能虽被重新纳入政策选项，但其政策功能始终处于受限状态，难以恢复事故前的支柱性

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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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而言，运行安全在福岛核事故后完成了从技术规范向制度化治理约束的转型。通过专业

监管与社会政治机制的叠加运作，运行安全不再只是能源政策的前提条件，而成为影响政策工具

选择、实施节奏与规模的重要结构性变量。这一制度化约束为后续能源政策目标的阶段性重排提

供了边界条件，也构成理解日本能源政策长期演进逻辑的关键切入点。

（二）政策目标的动态排序机制

福岛核事故之后，日本能源政策并未围绕单一目标形成固定取向，而是呈现出明显的政策目

标优先序列动态调整特征。在运行安全已被制度化并构成稳定约束前提的条件下，政策制定者根

据不同时期能源供需形势、经济压力与国际环境变化，对能源保障、经济效率与环境友好目标进行

阶段性重组，通过政策工具组合的调整维持能源系统的整体可控性与运行韧性。

政府主导的动态协调机制为目标排序调整提供了制度载体。《能源基本计划》的定期修订构

成政策目标重排的主要工具，通过设定阶段性能源结构目标、调整政策重点与资源配置方向，使目

标排序能够随外部环境变化而发生制度性更新。同时，在突发性冲击下，政府还通过临时性财政

措施、价格调节、电力市场规则优化等方式，对既定政策方向进行短期修正。这种“规划周期 －应
急调节”并行的双轨运作模式，使政策目标排序既具有稳定性，又保留了必要的调整弹性。

由此可见，日本能源政策中的目标排序并非单纯由某一目标主导，而是在安全约束条件下，通

过政府主导的制度协调机制不断进行阶段性重构。这种动态排序机制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多目

标之间的直接冲突，使政策能够在不同阶段侧重解决最为紧迫的治理问题，同时避免能源系统在

快速转向中失控。

（三）从阶段性政策计划向常态化治理机制的转型

日本福岛核事故以来，能源治理体系并未止步于单纯的阶段性政策调整，而是逐步建构起以

多元制度机制支撑的常态化治理体系，这一过程可划分为以下几类机制化路径。

１ ． 市场化配置机制。围绕电力自由化、批发市场化、电网运营分离、容量市场建设、ＦＩＰ 机制
改革等，政府逐步推动能源资源配置向市场调节型机制转变，缓解电力供应稳定性与经济效率目

标之间的张力，优化能源组合内生调整能力。

２ ． 财政金融调节机制。通过 ＦＩＴ ／ ＦＩＰ 补贴机制、绿色金融指引、ＧＸ 国债发行、碳排放交易市
场建设等措施，强化财政资源、金融工具对绿色转型的长期资金保障与价格信号调节，增强减排目

标与能源安全、经济效率目标之间的动态协调能力。

３ ． 地方协同治理机制。事故后“地方同意”成为核电重启与能源基础设施规划的重要前置条
件，地方政府实质性嵌入能源治理体系，带动中央 －地方协商机制制度化，有效调节中央能源战略
目标与地方政治经济利益之间的潜在矛盾。

总体来看，自福岛核事故以来，日本能源治理体系始终保持了依托多元机制协同统筹多目标

协调的治理特性。在多目标张力与阶段性政策排序调整背景下，政策制定者通过上述市场、金融、

地方协同等多元机制，维持能源系统韧性与多目标受控张力格局。

这一机制化过程表明，日本能源治理的核心特征在于围绕阶段性政策目标，通过机制化方式

确保目标协调、系统稳定与战略弹性。机制性治理实践贯穿应急稳定、制度过渡、协同探索与战略

融合各阶段，既防范了能源系统失衡风险，又为政策排序调整提供了制度缓冲与治理弹性。日本

能源治理表现出渐进调整、机制常在、制度韧性内生化的治理路径，是其“能源三难困境”下政策

演进的重要制度支撑。

（四）落实成效存疑：从能源计划到现实落差

尽管日本政府近年来持续通过《能源基本计划》及“绿色转型（ＧＸ）基本方针”等政策文件，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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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构建面向碳中和的能源转型路径，但从计划到执行的过程中，其政策落实成效却广受质疑，尤其

体现在核电重启缓慢、可再生能源扩展进度滞后以及财政支持资金流动性不足等多方面，凸显出

日本能源治理在结构性转型中面临的现实困境。

１ ． 核电重启的现实进展显著滞后于政策目标。自 ２０１１ 年福岛核事故以来，日本政府在多轮
《能源基本计划》中均强调核能在能源安全与减碳中的战略作用，《第六次能源基本计划》提出，到

２０３０ 年核电应占全国发电量的 ２０％ ～ ２２％，而《第七次能源基本计划》（２０２４ 年草案）虽维持核
能的重要地位，但实际上延后了目标实现时间，将 ２０４０ 年作为新的节点。截至 ２０２３ 年年底，核电
在日本发电结构中所占比重仅约为８ ． ５％，重启的商用核反应堆总数仅为 １４ 座，远未达到预期规
模。地方政府的“同意权”以及公众对核能安全性的深刻担忧，构成了核电重启的核心阻力，使得

核能难以承担其在能源计划中设定的“脱碳基荷电源”角色。这种执行进展与政策设想之间的落

差，直接削弱了核电在支撑能源转型中的潜在贡献。

２ ． 可再生能源扩展面临结构性障碍。虽然日本政府提出到 ２０３０ 年实现可再生能源占比 ３６％
～ ３８％的目标，并在 ＧＸ 战略中将其定位为“主力电源”。但近年来风能、地热等领域的扩展明显
滞后，尤其是风能发展缓慢。截至 ２０２３ 年，风电在日本电力结构中的占比仅约 １％，距离 ２０３０ 年
实现２３ ． ６ＧＷ（其中海上风电５ ． ７ＧＷ）的目标差距显著［２３］。专家普遍认为，这一目标“过于乐观”，

在缺乏电网升级与并网协调机制的情况下，计划内的可再生能源装机容量难以实现按期达产。

３ ． 财政资金支持的落实存在显著不足。近年来，日本政府虽多次在能源转型计划中提出通过
大规模财政补助推动地方脱碳和能源结构调整，并在预算案中列出较高额度的资金支持，但在实

际执行过程中，拨款额度往往被削减，资金落实率明显偏低。例如，２０２２ 年度原本计划投入约 ２００
亿日元用于支持地方可再生能源和节能项目，但在预算修订后，实际可用资金仅剩下约 １ ／ ４［２４］。
这种预算缩水导致地方政府和社区在推进能源转型时面临资金链断裂的风险，部分项目因资金不

到位而被迫延后甚至取消。更重要的是，目前日本财政支持的重点集中在特定示范区域和重点领

域，覆盖范围有限，政策细则不够完善，使得资金分配存在不确定性和延滞，进一步影响了整体政

策成效。在经济增长缓慢、能源价格波动加剧的背景下，如何确保财政支持的稳定性和连续性，成

为日本政府亟需解决的关键问题。

综合来看，日本的能源政策虽在规划层面构建了明确的脱碳路径，并通过预算、法规及制度创

新为能源转型提供了支持框架，但计划与执行之间的鸿沟揭示出政策缺乏强制性执行机制、资金

流动效率不足及治理结构碎片化等深层次问题。从治理逻辑看，日本能源政策的落实困境并非单

一政策工具失灵，而是目标分散、执行主体多元与约束条件叠加共同作用的结果。一方面，《能源

基本计划》与 ＧＸ 战略为能源转型提供了明确方向，但这些计划性目标本身缺乏足够强的刚性约
束，更多依赖既有市场主体、地方政府及监管机构在分散治理结构中逐步推进。另一方面，核电重

启受中央监管、地方同意与公众认知等多重影响，可再生能源扩张又受制于电网、土地、财政和市

场价格机制，导致政策即便在中央层面形成方向性共识，在执行层面仍容易被分解、延迟或弱化。

也就是说，日本能源政策的主要问题不在于缺乏转型目标，而在于缺乏将目标稳定转化为实施结

果的高效执行机制。这种“规划强、执行弱”的特征，表明日本能源治理已经具备较成熟的目标设

定与政策设计能力，但在跨部门协调、中央地方联动和社会接受度整合方面仍存在明显短板，这也

是其难以真正突破“能源三难困境”的重要原因。未来，如何在技术创新、治理协调、财政机制优

化与公众参与中形成有效联动，将成为决定日本能源政策能否突破落实困境的关键。

（五）多目标协同的瓶颈

自 ２０１１ 年福岛核事故以来，日本围绕“Ｓ ＋ ３Ｅ”框架实施的能源政策，虽在应急调控、制度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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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协调探索到战略融合等阶段展现出一定的灵活性与渐进性，逐步走出了危机管理的单一模式，

并向以碳中和为牵引的绿色治理新路径迈进。然而，从政策执行效果的整体评估来看，日本在能

源保障、经济效率和环境友好三大目标的协同推进上，仍然面临结构性制约和显著瓶颈。

１ ． 在能源保障层面，日本虽然通过加大化石燃料进口、维持战略储备等措施，短期内有效避免
了大规模供能中断风险，但能源体系的脆弱性依然突出。核电重启进展缓慢，截至 ２０２０ 年，可运
转的核反应堆数量仅恢复至总装机容量的约一成，重启工作持续受制于地方政府的审批权和公众

的强烈反对情绪。在可再生能源尚未形成稳定基荷替代能力的情况下，日本对化石能源的高度依

赖进一步强化。２０２３ 年，化石能源的对外依存度依然高达 ８０％以上，供应链风险并未显著缓解。
虽然氢能、氨能等未来能源被寄予厚望，但这些技术尚处于产业化初期，难以在短期内支撑系统性

的能源安全转型。

２ ． 在经济效率层面，多轮政策调整未能有效削弱能源转型带来的成本压力。福岛核事故后，
核电停运曾导致全国电价上涨超过 ２０％，加之俄乌冲突引发全球能源价格大幅波动，使得日本的
能源进口成本持续攀升。虽然 ＦＩＴ 机制推动了可再生能源的快速扩张，但其财政和用户负担亦显
著加重。尽管政府通过推动 ＦＩＰ 改革、引入容量市场等举措缓解压力，但整体来看，可再生能源尚
未彻底摆脱对财政补贴的依赖，且产业用电成本上升制约了制造业竞争力，使绿色转型的经济基

础依然脆弱。

３ ． 在环境友好层面，尽管碳中和目标已上升至国家战略，政策话语中环境优先的地位不断强
化，但实际进展仍受限于技术成熟度、社会接受度和财政约束。日本设定的 ２０３０ 年 ３６％ ～ ３８％
可再生能源占比目标，相较欧洲主要经济体显得相对保守。同时，煤电“高效化”替代退出的路径

设计，也被认为反映了其减碳战略的妥协性。ＧＸ 国家战略及绿色财政、绿色金融等配套机制虽相
继出台，但仍未形成可以有效统筹多目标的强制性约束和高效实施体系。

总体来看，日本的“Ｓ ＋ ３Ｅ”政策体系确实提供了一个具有弹性和调整空间的治理框架，但从
实施成效上看，其主要表现为“防止系统性风险失控”，而非实现各个目标的协同最优。在运行安

全制度化约束持续存在的条件下，政策工具的可选空间始终受到结构性限制。各阶段政策虽通过

调整重点实现了阶段性平衡，但目标之间的内在张力并未消解。核电政策的社会阻力、可再生能

源发展的系统瓶颈、财政机制的转型成本等因素，构成了日本未来能源政策进一步优化和治理现

代化的关键挑战。因此，日本能源政策呈现出一种以安全为底线、以风险可控为优先的治理特征：

政策调整能够缓解冲击，却难以从根本上重塑多目标之间的内在约束关系。这种治理逻辑既构成

了日本在危机情境下维持能源系统稳定的重要制度优势，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其向更高水平目

标协同迈进的可能性，为后续能源转型与治理现代化埋下持续存在的结构性挑战。

（六）日本能源政策调整的负外部性影响

日本能源政策调整虽然主要服务于国内能源治理，但仍会通过区域能源市场与转型认知两个

层面产生一定外溢影响。首先，在价格压力方面，福岛核事故后日本核电长期停运，化石能源依赖

显著上升，并显著抬高了亚洲现货市场价格。相关研究指出，亚洲 ＬＮＧ 现货价格由事故前的约
９ ． ７美元 ／ ＭＭＢｔｕ 升至灾后 ３ 周的１１ ． ５美元 ／ ＭＭＢｔｕ，并在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达到１８ ． ３４美元 ／ ＭＭＢｔｕ；价
格上涨还改变了 ＬＮＧ 货船流向，推动日韩讨论联合采购等应对机制［２５］。这表明日本需求扩张已

通过价格传导和区域政策联动，对东北亚能源市场形成外溢压力，强化了周边经济体对国际能源

价格波动的暴露程度。

其次，在示范效应方面，日本作为东亚主要发达经济体，其能源转型路径原本具有一定政策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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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意义。但从实际推进情况看，日本的绿色转型始终是在能源安全与成本约束下展开的。ＩＥＡ①

在《Ｊａｐａｎ ２０２１》报告中指出，日本能源供应的碳强度在 ＩＥＡ 成员中仍属较高水平，要实现 ２０５０ 年
碳中和目标仍需大幅加快减排步伐［２６］。与此同时，日本一方面持续推动可再生能源发展，另一方

面又长期保留核电修复与化石能源支撑并行的政策路径，这使其转型经验更多体现为一种“受约

束的折中式转型”，而非稳定清晰的低碳样板。由此，日本能源政策对区域的影响并不主要表现为

制度输出，而更多体现为一种反面案例：即在高进口依赖、供给安全脆弱和转型成本高企的条件

下，发达经济体的脱碳进程也可能反复在环境目标与安全、效率目标之间摇摆。这个意义上，日本

的政策调整虽不足以决定区域能源转型方向，但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周边国家对能源安全优先次

序和低碳转型可行性的判断。

结　 语

福岛核事故以来，日本能源政策在“Ｓ ＋ ３Ｅ”框架内不断进行阶段性调整与制度优化，逐步建
立了较为复杂的治理体系。然而，面向未来，日本能源转型仍然受到国际政治经济环境的高度不

确定性影响，还面临一系列深层次挑战。

国际环境的复杂性不断冲击日本能源战略的可预期性。俄乌冲突等地缘政治事件引发国际

能源价格剧烈波动，加剧了日本对进口化石能源的结构性依赖及供应链脆弱性。在美日同盟框架

下，美国能源政策走向也深刻影响日本选择。例如，特朗普上台后推行“能源独立”战略、退出《巴

黎协定》，在一定程度上与日本的低碳发展诉求形成背离，使美日能源合作面临政策不一致问题。

这种国际压力强化了日本能源政策的外部不确定性，使其在全球能源治理网络中的协调成本

上升。

此外，在“Ｓ ＋ ３Ｅ”之外，日本能源治理中亦存在其他潜在悖论，如中央集权与地方自治之间的
治理分歧、能源转型速度与技术成熟度之间的矛盾、短期能源价格稳定与长期系统性去碳化之间

的路径分歧等。多重矛盾叠加进一步制约了日本能源治理体系的效率与韧性。

日本的能源治理教训是全球能源转型国家不容忽视的负面参照。福岛核事故后的连锁反应

证明，安全治理的失效会直接导致国家能源结构的剧烈动荡。在应对突发性能源危机时，若缺乏

稳健的多元化能源结构和透明的社会公信力机制，国家将面临极高的治理成本。日本过度依赖外

部能源供应、核电政策在社会阻力与安全争议中陷入僵局、以及能源转型过程中的财政负担过重

等问题，暴露了能源体系的脆弱性。这提醒各国在推进能源低碳化的进程中，需具备底线思维，防

范系统风险，高度重视政策的长期确定性与协调能力，避免因单一能源路径失效而陷入安全、经济

和环境无法兼顾的三重困境。

总体而言，日本的“能源三难困境”揭示了能源转型过程中运行安全、经济效率与环境友好之

间难以实现协同最优的普遍性挑战。要真正破除这一困境，需通过技术创新、市场机制完善、财政

工具优化与社会协同治理等多维路径，实现能源政策从阶段性权衡向长期统筹的转型。这不仅是

日本，也是所有能源转型国家亟需探索的关键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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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０． ｐｄｆ．

［１４］経済产业省资源エネルギ一序 ． 第 ６ 次エネルギ一基本計画［Ｒ ／ ＯＬ］． ［２０２５ － ０５ － ２０］． ｈｔｔｐｓ：／ ／ ｗｗｗ． ｅｎｅ-

ｃｈｏ． ｍｅｔｉ． ｇｏ． ｊｐ ／ ｃａｔｅｇｏｒｙ ／ ｏｔｈｅｒｓ ／ ｂａｓｉｃ＿ｐｌａｎ ／ ｐｄｆ ／ ２０２１１０２２＿０１． ｐｄｆ．

［１５］石川公一 ． ２０２０ 年の原子力発电设备利用率は１５． ５％［ＥＢ ／ ＯＬ］． （２０２１ － ０１ － ０８）［２０２５ － ０５ － ２０］． ｈｔｔｐ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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ｗｗｗ． ｅｎｖ． ｇｏ． ｊｐ ／ ｅａｒｔｈ ／ ＴＣＦＤ＿ｇｕｉｄｂｏｏｋ． ｐｄ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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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経済产业省 ． ＧＸ 実现に向けた基本方针［Ｒ ／ ＯＬ］． ［２０２５ － ０５ － ２８］． ｈｔｔｐｓ：／ ／ ｗｗｗ． ｅｎｅｃｈｏ． ｍｅｔｉ． ｇｏ． ｊｐ ／ ｃａｔｅｇｏ-

ｒｙ ／ ｏｔｈｅｒｓ ／ ｇ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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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ｏｒｐ － ｃｏｍ ／ ｒｅｌｅａｓｅ ／ ２０１７ ／ １４７０９６７＿１０４６９． ｈｔｍ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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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 ／ ＯＬ］． ［２０２５ － ０５ － ２０］． ｈｔｔｐｓ：／ ／ ｗｗｗ． ｏｘｆｏｒｄｅｎｅｒｇｙ． ｏｒｇ ／ ｗｐｃｍｓ ／ ｗｐ － ｃｏｎｔｅｎｔ ／ ｕｐｌｏａｄｓ ／ ２０２５ ／ ０２ ／ Ｉｎｓｉｇｈｔ － １６３

－ Ｊａｐａｎｓ － Ｅｎｅｒｇｙ － 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 ｐｄｆ．

［２４］経済产业省资源エネルギ一序 ． 令和 ５ 年度予算及び令和 ４ 年度补正予算脱炭素化事业一覧［Ｒ ／ ＯＬ］．

［２０２５ － ０５ － ２０］． ｈｔｔｐｓ：／ ／ ｗｗｗ． ｅｎｖ． ｇｏ． ｊｐ ／ ｅａｒｔｈ ／ ｅａｒｔｈ ／ ｏｎｄａｎｋａ ／ ｅｎｅｔｏｋｕ ／ ２０２３ ／ ．

［２５］ＨＡＹＡＳＨＩ Ｍ，ＨＵＧＨＥＳ Ｌ． Ｔｈｅ Ｆｕｋｕｓｈｉｍａ Ｎｕｃｌｅａｒ Ａｃｃｉｄｅｎｔ ａｎｄ Ｉｔｓ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ｎ Ｇｌｏｂａｌ Ｅｎｅｒｇｙ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Ｊ］． Ｅｎｅｒｇｙ

Ｐｏｌｉｃｙ，２０１３（５９）：１０２ － １１１．

［２６］ＩＥＡ． Ｊａｐａｎ ２０２１：Ｅｎｅｒｇｙ Ｐｏｌｉｃｙ Ｒｅｖｉｅｗ［Ｒ ／ ＯＬ］． （２０２１ － ０３ － ０４）［２０２５ － ０４ － ０１］． ｈｔｔｐｓ：／ ／ ｗｗｗ． ｉｅａ． ｏｒｇ ／ ｒｅ-

ｐｏｒｔｓ ／ ｊａｐａｎ － ２０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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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ｅｒｍ，ｈａｓ ｆａｉｌｅｄ ｔｏ ａｃｈｉｅｖｅ ｔｈｅ ｓｙｎｅｒｇｉｓｔｉｃ 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 Ｓ ＋ ３Ｅ＂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ｓ． Ｔｈ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ｃｏｎｔｒａ-
ｄｉ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 ｅｎｅｒｇｙ ｔｒｉｌｅｍｍａ＂ ｒｅｍａｉｎｓ ｆｕｎｄａｍｅｎｔａｌｌｙ ｕｎｒｅｓｏｌｖｅｄ．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Ｊａｐａｎ＇ｓ ｅｎｅｒｇｙ ｐｏｌｉｃｙ，＂ Ｓ ＋ ３Ｅ＂，＂ ｅｎｅｒｇｙ ｔｒｉｌｅｍｍａ＂，ｅｎｅｒｇｙ 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ｅｎｅｒｇｙ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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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岛核事故以来日本能源政策的阶段性演进


